
第六章 报国无门(1937-1942)

一、摒挡就道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军队袭击北平郊外的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中华民族八

年神圣的抗日战争从此揭幕。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正进行着以抗日为目标的政策调整，他

在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同时，对昔日的反对派也作出了和解姿态。1936 年 10 月，陈铭枢

还在欧洲时，就收到蒋光鼐的信，告诉他南京已在 8 月撤消了对他的通缉，并派人到香港

转达请他回国之意。
[1]
随后，陈即致电蒋，呼吁停止内战，抗敌图存。1937 年 5 月，邵力

子去菲律宾访问途中，专门到香港拜访了李济深与陈铭枢。邵对他们说，蒋介石已决定抗

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大有可能，并代表蒋邀李、陈等回国参加政府。李济深、陈铭枢因不

明底里，不便贸然入都，便派梅龚彬先去南京、上海了解情况 a陈铭枢还写了一封信，让

梅先去找林森和张群。梅龚彬还没有回港复命，“七·七抗战”爆发，蒋介石即打电报给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请他们“克日来京，共赴国难”。蒋还派刘健群

到香港，找何公敢转请李济深、陈铭枢等赴南京，共同抗日。

抗日是陈铭枢的夙愿，是自“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矢志以求的目标。现在抗日

烽火已经燃起，陈铭枢更归心似箭，急切盼望为这场神圣的抗战尽自己一份力量。各方讯

息传来之后，陈铭枢即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先给在广西梧州老家的李济深去电，商量去

南京一事，又给在南京的朋友去电，表明自己对抗战的态度，请予包容。

1937 年 9 月 3 日，陈铭枢与蒋光鼐从香港过境，到达广州。时隔三年半，他又一次踏

上了日思夜想的故土。在广州，陈铭枢与随后赶到的李济深一道同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第

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副总司令香翰屏等见面，老熟人相见，叙谈甚欢。吴对他说：

“你现在可恢复与蒋先生过去的关系，这将大有助于国家。”陈铭枢听了很感动，但又一

想恐怕没那么容易吧！就没有与吴深谈。
[2]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下，双方化解了过去的

种种恩怨。余汉谋、香翰屏知道陈铭枢的经济一向不宽裕，还对陈有所馈赠。陈铭枢在与

香翰屏的谈话中，告诫他，应整纪纲、肩大任、开放民众、不干涉民政。9 月 7 日，陈铭

枢等由从化飞至桂林，与李宗仁、黄旭初、李任仁等会见。9日飞长沙，与何键、张继等

谈话。10 日到汉口，当晚乘轮东下，于 12 日抵达阔别多年的南京，邵力子、黄绍竑等多

名官员前往码头迎接。

第二天，陈铭枢循例谒中山陵后，即去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后与何应钦一起去

见蒋介石，并共进午餐。蒋表示了彻底抗战的决心，陈则表示拥护蒋的抗战决心。初次恢

复接触，未便深谈。下午，陈铭枢又会见了冯玉祥。晚上，孙科宴请陈铭枢，叶挺也在座。

14 日，陈铭枢又拜访了许多老朋友，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来访，介绍了八路军出动的近况

和中共对抗战的主张。在和朋友们接触中，王造时、叶挺、王昆仑等向他谈起当局对民众

抗日热情的种种限制，由于不能开放民众，军队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处处受敌人组织



的汉奸之害。这使陈铭枢对当局坚持防止异派发生作用的成见深感忧虑。但陈铭枢毕竟背

离蒋介石已经多年，因此不想多说什么。他对拥蒋的老朋友段锡朋表示，只谈军事，不参

加别种意见。

9月 21 日，蒋介石特任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蒋在

召见蔡廷锴时特意表白：“你不可误会，以为参议官职是闲差。”
[3]
实际上，闲差也罢，不

是闲差也罢，双方心知肚明，但李、陈、蒋、蔡四人总算有了正式的名分（次年 4月 9 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李济深、陈铭枢的党籍），得以参加民族抗战的工作。

从 8 月 13 日起，中日双方主力，在淞沪一线发生大规模的会战。9 月 26 日，陈铭枢

即由南京去上海进行战地视察，在上海滞留了 20 多天，才回南京。对于陈铭枢的活动，

国民党 CC 派大将吴开先曾对梅龚彬说，他得到许多密报，说陈铭枢正在活动，联络桂系，

企图包围蒋先生。
[4]
陈立夫对梅龚彬谈的就更直截了当，他要梅设法缓和李济深、陈铭枢、

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梅龚彬谈了他们对抗日的建议，又说：“蒋委

员长领导抗日，李济深和他的朋友们都拥护委员长抗日。大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会

有什么不满情绪的。”
[5]
后来，陈立夫又要梅龚彬劝陈铭枢等人多听蒋介石的话。在这种情

况下，陈铭枢当然不能不出言谨慎。

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陈铭枢回来后就主张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同盟存在

的两年中，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陈铭枢感到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一是同盟缺乏真正的群

众基础，核心骨干星散各处；二是经济难以支持，原十九路军的公积金毕竟有限，又缺乏

稳固的经济来源，有时采用大家出资的办法来解决困难。但陈铭枢的经济向来紧张，力不

从心，遇有筹资之事，往往由蒋光鼐代陈出资，还用两份的名义，以提高陈的地位，但陈

内心是窘迫的；三是同盟内部人事复杂，矛盾很多，第三党的彭泽湘对陈铭枢不满，专门

挑拨他与李济深的关系，进行政治攻击。抗战开始后，陈铭枢感到同盟没有群众基础，组

织软弱涣散，成了一块招牌，便主张结束同盟活动，拥护中央，一致抗战，共赴国难，也

可以此减轻及消除当局对他们的疑虑，使当局能集中精力应付战局。陈铭枢知道，蒋介石

对反对派组织甚为敏感，有人也向他转达过蒋要求解散同盟之意。

抗战爆发后，同盟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已不作公开批评，曾声明全力拥护抗战，“拥

护政府”，“专诚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但对是否解散同盟，内部则有不同意见。陈铭枢的

意见是，抗战实现，同盟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主张解散。李济深对同盟内部意见分歧、

工作进展不大也不满意，他曾说：“我对同盟并没有把它作为我个人活动的政治资本的意

思，主要是国家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同盟只是起着推动抗战的作用。只要全面战争发生

了，同盟是随时可以解散的。”
[6]
但此时李济深主张暂时保留，看看变化再说。由于陈铭枢

在同盟内的地位和影响，许多人同意他的意见，认为“现在环境已改变，要求一致团结抗

日之目的已达”。10 月 25 日，同盟最高会议决定正式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于 30 日

发表《解散宣言》：“吾人深信此种光明表示，足以增强全民族团结之信念。我海内外同胞



组织一律结束后，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以贯彻吾人之素志。”
[7]

解散同盟一事，在当时和以后都引起不少人对陈铭枢的非议和批评。李济深批评他此

举“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在同盟内工作的地下党员梅龚彬也受到中共的批评，认为他没

把工作做好。陈铭枢对时局发展的看法毕竟太天真了一些，虽然当时国民党也确实表现了

一些新气象，他想从此全国可能会出现一致抗日的局面，但是，国民党抗战初期的一些积

极做法很快就消失了，独裁的政治局面依然如故。同盟的解散使民主派失去了一个与国民

党抗衡的有组织的阵地，客观上对国民党有利。

二、筹谋难用

陈铭枢回来以后，对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和蒋介石相处，一时还

未考虑成熟。蒋介石为了抗战，也千方百计想用和平的手段消除反对派，以解除自己的后

顾之忧。但他并不想开放政权，实现民主，只是想把各种政治势力纳入自己抗战的轨道。

陈铭枢去上海战场巡视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在 10 月 22 日专门约见了他。蒋问他视察

的印象如何，陈不便深谈，只谈了几点战术上的伺题。陈对外交提出建议，认为政府应对

外发表宣言，其作用为：1、使九国公约开会时不至随便提出调和停战，至陷我于大不利；

2、坚我友邦（苏联）之信，易于加入作战，并使一些国家（英、美）着急，使共同对付

日本；3、释全国人民的疑虑。蒋说：“这种意见当提出讨论。”蒋还问到陈的住处、生活

如何，告诉他：“如果你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慕尹（钱大钧）。以后你看到什么，可以随时

来谈。”对他很是关怀。陈铭枢说：“我们因抗战主张已经实现，并早已声明取消团体作用，

从纯洁的爱国出发来投效政府，所以我们这些朋友都是来听候政府驱策的。我的智虑短浅，

不能有补于高明，不过愿委员长鉴察，我一向是愚直的。中间不幸虽乖背了多年，乃纯出

于政见的不同，并非为私。今日朝野一致都汇合了，只有拥护委员长彻底抗日一途，再无

政见分歧可说。所以今后对委员长，犹如过去一样愚直，望委员长也如过去对我一样。”

蒋回答说：“是的。”临别时，陈对蒋说：“委员长时间极宝贵，恐不宜随时论陈，如我在

分内见闻所及，准备用书面交慕尹转陈，但据事直书，不避忌讳的地方，请委员长涵盖。”

蒋答：“可以的，可以的。”
[8]
陈铭枢希望与蒋介石坦诚相见，修复原有的良好关系，从而

能对抗战作出自己的贡献。蒋介石在战局紧张之际，极力加以笼络，表示出从善如流的胸

怀，虽不无招纳异己的真心，但毕竟重在笼络，因而权术重于真情。陈铭枢一向轻信别人

的承诺，在对蒋关系上也就不免再碰钉子。

蒋介石与陈铭枢见面后，分两次送给他 10000 元，让他安排生活，以示关怀。11 月 6

日，蒋又约李济深和陈铭枢谈话。陈将自己写的意见当面交给蒋，并“陈说今后仍有继续

进言之必要”。蒋对他们合作的诚意很是感动。言谈之间，蒋介石追忆往昔，态度诚恳，

语言亲切，在国难当头之际，很动了些个人感情。他带着感叹的口吻说：“你们前在福建

所做的事，反对我个人事小，但国家损失太大了！你们怎样反对我，我亦不至怀恨，当然

我亦有不对的地方。实在我们在党国相处有这样长的关系，你们离开了我，不会做得成事，



我舍了你们，亦不能做得好。”陈也感慨唏嘘地说：“往事是不堪追悔了，我们此后只有尽

心来做补过的工夫罢了。”
[9]

在此期间，陈铭枢和中共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在南京、上海先后和叶剑英、

秦邦宪（博古）、潘汉年等进行详谈。不久，淞沪战局不利，蒋介石决定守南京，陈铭枢

不以为然，曾向蒋有所陈说，但蒋意志甚坚。11 月 28 日，陈铭枢撤到了汉口，住在新四

军司令部。据传说，当时一度有让陈铭枢任新四军军长的动议。

12 月间，陈铭枢在武汉经过仔细考虑，向蒋介石递交了长篇书面意见。这篇意见分为

三部分，大意是：

一、关于抗战的建议。1、巩固领袖地位。闻北方伪政府成立，吴佩孚发出通电与中

央，独不列蒋之名，此时拥护蒋尤觉必要。2、确定抗日联苏政策。组织纯粹民主集中而

运用灵活的政权，令一切派系在一定纲领下活动；政府改组为战时军政府的性质，中心人

物援用亲英、美、苏派，如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颜惠庆、陈友仁等。

二、关于对蒋的观感。1、好的方面：意志坚，魄力雄，负责任，精细勤苦，驾群伦

之上。2、缺点方面：全凭主观；对部下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干涉权责，破坏牵制；以

权谋术数驭众，以之对内争尚可收效，以之用于现代国家对外斗争则全属外

行；临时应付，全无国策；偏听不确实及伪造的报告；无中心的集权。

三、关于自己安排的设想。1、如改造政府重心，愿列其中负责；2、出使前苏联；3、

赴西北调和国共关系或归粤组织游击。
[10]

从陈铭枢这篇建议看，他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他的建议不

仅为了抗战，也为了蒋的个人地位，并无任何恶意。或许，蒋的几次亲切谈话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与蒋的关系和国家的前途寄予了很高的希望。陈的这一篇建议，确是

忠谏直言。但忠言逆耳，除了巩固领袖地位一条，蒋自然爱听外，别的蒋概无反应，尤其

是对蒋个人的批评，更难以为蒋所容忍。至于陈为自己未来安排提出的几条，不免增加蒋

的疑忌，安排陈进中央政府固然为蒋所不愿，调和国共或使苏也有增强陈的地位的可能，

归粤游击更有放虎归山之嫌，蒋一条也不会答应。说不定，正是陈的建议加深了蒋对他的

成见，成为蒋在抗战期间疏远陈的原因之一。陈铭枢注定要为自己的天真与轻信而付出代

价。

蒋介石对陈铭枢的建议未做任何正面答复。12 月 18 日，蒋在武昌珞珈山官邸约见陈。

陈铭枢对外交问题发展意见，认为应表示国际诚信，主要是对苏友好问题。蒋立即反驳说：

“我们已有政策，国际不会不信。”“我们自然站在英、美、法、苏路线方面，惟目前苏联

帮助我们的物资反不如德国之多，岂有必须拒绝德国援助，才可以取信苏联吗？”当时，

蒋正在请德国的陶德曼在中日之间调停，陈铭枢深感蒋有关门之意，就不便再争论了。在

内政问题上，蒋仍固执一向成见，并不止一次地抱怨中共不听话，不接受中央委派的人员。

陈铭枢只好表示：“委座威严太峻，使我不能自畅其辞。”蒋说：“你可用书面写来。”但对



中共问题，陈铭枢仍表示：“如果需要我居中说话，我愿努力。”蒋介石表示同意。
[11]

自此，

陈铭枢对蒋深感失望，认为自己口头、书面意见蒋都不接受，一味文过饰非，成见比以前

更深，思想比以前更狭隘，因此他也无心再进言了。此后，陈在武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与蒋没有接触，仅偶尔在公众场合碰面交谈几句。其间，陈铭枢还上过几次书，但都没有

下文。

陈铭枢在向蒋的建议中，以调停中共自任，因而这段时间，他同中共人士往来甚密。

据他自己抄录的日记片断记载：12 月 6 日，访剑英；10 日，剑英来访；19 日，访剑英，

适周恩来、王明自延安（来）；20 日，再访王明、周恩来，谈对蒋公进言的商榷；22 日，

王明、恩来、博古来访；25 日，宴周、王、董、叶、张云逸、邓颖超、孟……31 日，张

云逸来访。进入 1938 年之后，仍有几次重要的谈话。如，元旦那天，约王明、恩来谈。2

日，恩来谈民运之重点。2月 11 日，与恩来谈国共两党问题。其中分析蒋介石的意图“终

欲把备党派汇合于一个政党是也”。3月 12 日，周恩来自延安回，谈党派问题。3月 26 日，

与王明谈国共摩擦事。

5 月间，陈铭枢乘水上飞机到重庆，在四川游历。到江津拜访了他的佛学老师欧阳竟

无，并由成都往青城、峨嵋等名胜游览。回到武汉后，6 月 5日，陈铭枢与蒋介石见过一

面。陈谈到在川、在鄂的见闻，谈到区保长扰民、害民的情况，谈到国家总动员和统制外

汇问题，蒋都不置一辞。蒋问陈对军事上的看法，陈批评了徐州会战战略上的失误，批评

了作战保密性不够，尤其提出“军队长官对于战斗人员及枪械报告数字的不实在。如对军

政部，因为要领饷，则以少报多。对军令部，因为怕打仗，则以多报少。应该迅速普遍点

验，综核名实，以杜欺蒙的积弊。”蒋也没有作何表示。此次谈话时间不长，而且是蒋、

陈之间在抗战期间、可能也是他们关系史上最后一次认真的谈话。此后，陈铭枢对蒋介石

已经完全绝望，再也不愿作任何进言。8 月 17 日，陈铭枢上书蒋介石称：“不愿陷入党政

派别斗争的漩涡，现决潜修学问，访教逸贤，兼究地方行政及各种制度。”
[12]

书由陈立夫

转蒋，次日陈铭枢即启程赴川。至此，陈铭枢由于蒋介石决策抗战而对蒋一度所抱之希望

彻底破灭了。

三、宣传抗战

陈铭枢第二次旅欧时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抗战爆发后，他在中国也积极参与组织

领导国际反侵略活动和民间外交活动，为向世界宣传抗战，动员中国与世界人民支持抗战

尽了自己一份力。

中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 8 月召开的第三次理事会上，通过援助中国

决议案，呼吁各国会员督促本国政府援助中国，并号召各国民众团体，用经济方法抵制侵

略者。与此相呼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于 1938 年 1 月 23 日在汉口举行成立大

会。大会由陈铭枢主持，他首先报告了反侵略运动大会的成立经过及意义。接着于右任、

邵力子、沈钧儒等先后致词。大会通过中国分会章程、宣言及各项提案，提案呼吁各国宣



布日本为公敌，抵制日货，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大会推举朱家骅、陈立夫、陈铭枢、周

恩来、郭沫若、张冲、董必武等任分会理事。1月 27 日分会理事会由陈铭枢主持开会，推

出邵力子、杭立武、周鲠生、邓飞黄、钱俊瑞等为常务理事，邵力子为主席，邓飞黄为秘

书长。

中国分会成立后，为配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从 2 月 6 日到 12 日，

在武汉举行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 7天时间里，每天确定一个宣传主题，计有宗教、

妇女、青年、工农、商人、难民与伤兵、文化等，逐日举行宣传大会及讲演活动。陈铭枢

参加了多次大会，并做了演讲。2月 11 日的大会通过宣言，表示“我们不仅以抗战的呼声

响应，且将以更坚决而英勇之抗战，以响应一切爱和平之友人。”
[13]

7 月 23 日，为响应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中国分会在武汉召开

大会，陈铭枢在会上演讲，要求以国际一致之行动，制裁侵略者，并表示“我们要以本身

的努力，求得国际的援助”。
[14]

陈铭枢在武汉还担任了一个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的主席。他认为，为了争取国

际援助中国，争取侵略国人民对被侵略国中国的同情和支持，需要大力加强国民外交工作，

使各国内部产生一种援华的民众呼声与动力。为此，陈铭枢不辞辛劳撰文、演讲，向各国

人民宣传中国抗战，使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9 月 7 日，陈铭枢以国民外交协会主席身

份致电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要求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制止日本侵

略，保卫世界和平。

1938 年的武汉，是抗战的政治中心，政治气氛活跃。陈铭枢也频频在公众场合出面，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抗战出力呐喊。他与中共和各界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据陈铭枢回

忆，他先后见过的中共领导人有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潘汉年等。从 1937

年 11 月到 1938 年 3 月的 5 个月中，他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会见 15 次，不可谓不

多。而且他们不仅仅是礼节性会见，见面时总要互相通报情况，讨论抗战前途。陈铭枢从

二度旅欧时与中共建立的关系，此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也为他以后投身于反蒋民主运

动，与中共建立密切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陈铭枢在武汉同文化界的朋友过从甚密，一度同郭沫若、田汉一起住在新四军筹备处。

有一次，郭沫若在病中，陈铭枢去看他，谈起自己是著名佛学家桂百炼的弟子，请郭做一

联，将自己的字“真如”嵌进去。郭沫若即书联一幅：“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

炼先生。”

在抗战初期，陈铭枢还写了一些文章，宣传团结抗战。1937 年底，陈铭枢发表了一篇

专论《巩固统一抗战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即提出：“我们要一直抗战到底，

始能争取民族生存；我们要努力巩固统一，始能抗战到底。”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陈铭

枢认为不能依赖抽象的空谈，而要以抗战国策为基础，从大处远处着眼，作有效的解决。

他提出几项具体建议：1、关于政治机构。“为了抗战的需要，对于既成的政治体制，当然



要设法求其充实与调整，然而这种充实与调整的施行，都应以便利抗战活动的推进为原则。

不顾战时急需的门户成见，利用战时机会的攘窃企图，同样有碍政治机构的调整。”2、关

于外交问题。“因为统一不够巩固，意志不够融合，以致在外交步骤上难免不显出一些不

够明确的表现，与模糊不清的观念。”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确定谁是我们真正的友

人或与国，二是对日绝交与撤回大使。3、关于民众运动。“抗战几个月中所感到的最大缺

陷，就是我们没有利用我们在人口上对于敌人的优越，我们没有把民众力量与军事力量配

合起来。”原因“依旧是由于团结的意志不够融合，统一不够巩固，以致在民众运动的发

动上，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顾忌和不应有的妨碍”，“应立即下大决心，破除地盘主义，破

除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破除高调的口号，在全国民众动员的总纲领之下，造成真正全民

抗战的局面”。可以看出，陈铭枢这些建议，有的就是他多次向蒋介石进言的内容，有的

是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得出的结论，体现了他关心抗战前途的拳拳之心。

在这篇文章中，陈铭枢还表示了拥护蒋介石的态度。他写道：“既往不咎，来者可追。

在这危亡紧迫关头，我们全国朝野上下人士，应急痛自警惕，在抗战到底的大目标下，巩

固统一，而专诚拥护领袖，排除个人小我利害打算与意气争执，则为巩固统一的基本条件。

以目前情势而论，对于抗战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拥戴，已为举国朝野人士一致倾向和坚守

不渝的信念。但在朝野人士间，在旧来诸党派关系间，仍无可讳言的留残下了一些不必要

而且有乖抗战大目的的疑忌与磨擦。多一分疑忌磨擦，则减一分抗战力量。我希望全国智

能有为之士，不要在这些方面浪费了个人精力，贻误了民族前途。我个人始终在以此自励

自勉，始终在企图化除朝野间各党派间的隔阂，而造成全国一致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共信。”

这些看法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反映了陈铭枢当时调停党派矛盾，尤其是国共矛盾的

真实想法。他认为抗战既已开始，就应捐弃前嫌，全民一致，为赶走日本侵略者而努力。

他主张解散民族革命同盟，主张拥护蒋介石，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当时对蒋介石还寄

予希望，因而过于乐观，过于轻信，而不明白以斗争求团结的道理，不太明白争取民主对

坚持长期抗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事实会教育他，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我们也不必多所

苛责。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铭枢呼吁：“从大处远处予以考量，而求得国策的明决确定与

一致支持，那就是从实际的状势中巩固统一，同时也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最大公无私的

态度，来推进民族战争。总之，当前抗战到底的先决条件，是尽可能的多方的设法巩固统

一。”
[15]

陈铭枢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呼吁全民统一、一致抗战。显然，一个分裂的、不

团结的中国，是不能支持抗战到底的。中国抗战的胜利，就是全民族团结的成果。从这个

意义而言，陈铭枢的文章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尤其是他主张改组体制，明确外交路线，

发动民众，都是切合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国家、民族利益的。这是他能够成为民主阵线

的一员的本质所在。

1938 年 12 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离重庆，投靠日本，成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头



目。陈铭枢曾是汪精卫的老友，有过合作共事的历史，他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极为愤怒。

1939 年 10 月 22 日，陈铭枢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汪精卫的解剖》的演讲。在演

讲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历史到现实，揭露了汪精卫朝三暮四、毫无原则、只图私

利的无耻行径。他毫不留情地指斥汪精卫“是一个以冲动埋没了理智，以媚顺遮掩了野心，

以浮文粉饰着恶行，以虚声哄骗着大众的人”，“试看自有民国以来他所说过的话，所行过

的事，有哪一句哪一件兑现过。他交手过的文武官长及朋友，有哪一个不上过他的大当。”

陈铭枢呼吁全国大众，“再接再励，去抗敌讨贼，迅速完成建国的大业。”
[16]

在整个抗战期

间，陈铭枢都在尽力做着宣传抗战、鼓动民众的工作。虽然由于蒋介石对他的疑忌，以及

内外环境所限，大大压抑了他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但他所做的工作是后人不应忘记的。

四、隐居山野

陈铭枢自抗战爆发后回国，大多从事的是民间工作。虽然他并不看轻这些工作，但作

为一名抗日将领，他更渴望能够跃马疆场，或纵横政坛，为抗战作更大的贡献。但是，蒋

介石对他防范甚严，害怕他一旦有了权力，又会成为自己的对手，因此蒋虽对他解散同盟

组织、拥护自己的态度表示满意，但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实际职务。他对蒋的多次坦诚进言，

可能更加重了蒋的不满和戒心。蒋、陈自 1938 年 6 月之后已很少见面，陈一度对蒋抱有

的希望，也因蒋的固执成见、拒不改革而化为无形。当年叱咤风云，而今报国有心，请缨

无路，他只能常以饮酒、赋诗、练书法来打发时光，内心的苦闷、失落是可以想见的。据

陈公博回忆：“在汉口差不多每日和真如见面，他也不谈军事，也不谈政治，只埋首学做

诗，发发牢骚，寄寄清兴。”
[17]

据陈铭枢回忆，他与蒋介石 6 月 5 日在武昌东湖相见，不

欢而散之后，“多日饮酒，赋诗亦多苍凉”。
[18]

兹录二首如下：

无 题

万事归平淡，轮囷结此身，

难将寂寞意，解向热中人。

日暖群喧动，时危一剑亲，

谁欤引明烛，共照万家春。

东湖放吟

8 月 14 日偕任潮、德邻诸公东湖游泳小宴水滨被酒放吟一绝

被酒披襟意气豪，无穷忧愤感蓬蒿。

秋风吹涌湖光泪，千古英雄付浪淘。
[19]

国家在和敌人血战，民族处在危亡的关头，正是军人报国之时（时危一剑亲），而自

己却困顿在此。战争是空前的激烈，在这里却化为平淡无奇。谁能够指引一条光明大道，

使国家民族走上胜利的道路？自己一身的豪气，只能在酒后发泄，英雄落魄，引发出无穷

的忧愤，对着秋风吹皱的湖光，不免落泪满襟，感到自己好象是被时代淘汰的英雄。“归



去来兮”，但他无家可归，只能别寻遁身之地。1938 年 5 月，陈铭枢入川游历时到了重庆

北碚名胜缙云山，发觉此处远离闹市，风景优美，且气候宜人，可避重庆夏日之酷暑，便

动了在此居住之念。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恶化后，8 月即入川长住，重庆市内有一居处，又

在缙云山建一茅庐，无事不进城，就在山内隐居。缙云山是中国佛学会会长、著名佛教主

持太虚法师创建的世界佛学苑所在地，高僧云集，名流荟萃。陈铭枢一直醉心于佛学，激

起了他真正用心钻研佛理的兴趣，能在这里与太虚法师及诸高僧时相过从，研讨佛理，吟

诗做对，饱览山水，倒也清闲自在，从而多少冲淡了他的抑郁不快之感。他在这里留下了

不少诗词、书法作品，吟山咏水，格调幽深、清静。现录数首如下：

题古常道观

仙鹤空传降碧霄，几人蕉梦尚迢迢；

九州半化修罗土，龙虎山上漫矫矢。

经朝阳洞怆然有感

朝阳几度出东门，今向重峦挹翠云；

陵寝惊收匡复泪，洞天亦自稳春魂。
[20]

七 律

松涛豹雾中，偶阅高僧诗卷，多有滞于闲静境色为自得者，用咏一律：

万物齐观孰究穷，阴晴隐现意融融；

疑林似海风声变，吐夕吞晨雾色蒙。

缘着寂喧皆是幻，心无染净本来同；

闲尝笑讽诗僧卷，对竹寻泉总说空。
[21]

陈铭枢在表面的清闲之下，仍然深藏着对抗战前途与国事的无比忧虑，他的忧愤之情

也不时通过诗作表现出来。以下是他的几首感愤之作：

登青城第一峰

虎踞龙蟠毒雾封，迢追寄恨上高峰。

蜀中子弟新仍境，东下貔貅怒发冲。

广州陷后两日感赋

夜深听雨，久不成寐，幽思潮涌，挥长句寄恨。

大梦劳生一隙尘，醒来已负戴天身，

虚窗响忆深山宿，华发催将逝水沦。

无碍风怀归净寂，不磨名节属艰屯，

天南又告金瓯缺，惊魂西游一散人。
[22]

1942 年，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轰动山城。剧中主人公屈原忧国



忧民、忠而被谤的情节，引发了陈铭枢的共鸣，观后即赋诗道：

一

词高心苦激人天，太息萧茅绳蕙荟。

千古文章推屈宋，岂知正气属蝉娟。

二

行吟负手欲呵天，又睹悲歌正则传。

唤起怀沙千古愤，眼中泪水尚当年。
[23]

陈铭枢隐居山中数年，似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当年的友好都有了实际职务，分

散于各地。李济深先后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

院议长；蒋光鼐先后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衢州绥署主任；蔡廷锴先

后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粤桂边区总司令。虽然都

是些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多少事做的虚名闲职，但毕竟保持着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来

重庆时，总要与陈铭枢相见，为陈铭枢的境遇愤愤不平。蔡廷锴在一次看望陈后说：“吾

人回忆昔年为党国奋斗，虽不敢言有何功勋，陈先生领导吾人出生入死，以良心而论，当

有相当劳绩。以退一步而言，吾人在闽固不满当局而起革命，亦为国家民族．只有公敌而

无私仇。试问现在京中要人亦有前与当局采取对立者，现在彼此均为抗战而团结入京，赞

助中枢，何以对彼等则厚，对陈先生则薄，未免过于狭隘偏袒。”
[24]

这当然是对蒋介石压

制陈铭枢的批评。陈铭枢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之间仍一如既往，保持着密切往来。

有一次，李济深来看望他，临走前，陈铭枢赋诗一首道：

赠别李任公

小楼悃疑吐离忧，翻覆乾坤迄未休，

淅沥又惊秋解萚，团�莫负月当头。

清樽自要佳人共，雅唱难堪俗物酬，

无那孤怀呈绮语，素心认取大江流。
[25]

陈铭枢曾在重庆住所门前书一联：

天下干戈舞，

江边风月长。

此联表达了他对自己在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不能亲上疆场，却只能闲居家中研究

佛学的愤懑情绪。但他只能自嘲自解，有诗道：

自 笑

东隅已失补茸忙，堪笑孜孜把卷狂，

日入更辉红烛影，月沉自有夜珠光。



片言未稳寻思永，竟夜忘眠意与长，

悟彻原知无一物，自家造苦自家尝。
[26]

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消磨陈铭枢的意志，他又找到了发挥自己作用的阵地，即投身

于民主政治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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